“保护的责任”:制度化进程之夭折 by 徐崇利
文章编号:1674 － 5205(2018)06-0179-(009)
收稿日期:2018 － 03 － 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2AFX015)“软硬实力与
中国对国际法的影响及相应对策研究”
作者简介:徐崇利(1966—)，男，浙江平阳人，厦门大学法学院
教授，法学博士。
“保护的责任”:制度化进程之夭折
徐崇利
( 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本世纪初，“保护的责任”概念提出之后，在联合国的框架内，作为其核心选项的人道主义干预之
制度化，无论是采取以“原则”为起点的“自上而下”的路径，抑是以“规则”为起点的“自下而上”的路径，还是以“规
范”为起点的“承上启下”的路径，无一不面临绝境。“保护的责任”制度化进程事实上已经夭折，其所剩的只是一
具躯壳;而要维持这具躯壳存在之意义，必须回到 2005 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规定之原点———对确有
必要实施的人道主义干预之授权，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由安理会逐案处理。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的立
场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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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concept of Ｒ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Ｒ2P)was put forwar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s its core choice，via whether the way of " up to down" on basis of princi-
ple，or the way of " down to up" on basis of rules，or the way of "middle to up and to down" on basis of norms，has gotten
into impasse，that is to say，it has come to a premature end in fact，and left a skeleton． If the concept of Ｒ2P could keep
on its value，it shall go back to the original point which the UN World Summit Outcome adopt in 2005 indicated that indis-
pensabl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shall be authoriz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in accordance with UN Charter，as well as
the China＇s stan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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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人道主义干预是晚近国际法中一个备受争议的
问题，而其中的武力干预乃其争议的焦点。从本世纪
初开始，在西方国家的推动下，人道主义干预改头换
面，以“保护的责任”之名目出现。与此同时，国内外
大量的著述对此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然而，现有研究成果多关注的是“保护的责任”
的实质层面。本文拟另辟他途，选取制度化的路径为
分析视角，探讨“保护的责任”在联合国框架内的演
进过程，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迄今“保护的责任”
尚属一个相当空泛的“概念”，尤其是其项下的人道
主义武力干预之选项，既不可能“原则化”，也难以
“规范化”，更无法“规则化”，无以付诸实践。既然作
为其核心部位的人道主义武力干预之选项现在只是，
将来也只能是一副形骸，那么，“保护的责任”的制度
化进程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由此，对确有必要实施
的人道主义干预之授权，又回到了 2005 年联合国《世
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规定的原点，即根据《联合国
宪章》的有关规定，由安理会逐案处理。
二、国际关系的制度化路径之选择:基本原理
对于国际制度的概念，得到国际关系学界广泛认
可的是美国学者斯蒂芬·D·克莱斯勒总结的定义，
即“在一定国际关系领域组织和协调国际关系的默
示的或明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按照
该定义，国际制度内含三类不同层级的构成要素:一
是“原则(principles)”，意指“关于事实、原因和公正
的信念”，构成最高等级的准则;位居其下的是“规范
(norms)”，是指“以权利、义务定义的行为标准”。虽
然“规范”和“原则”都具有抽象性，但“规范”较之
“原则”要更为具体;三是更加具体的“规则(rules)”
和“决策程序(decision － making procedures)”，前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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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为的专门令行禁止”，属于操作层面上的细则，
后者是指“作出和贯彻集体决定的主导做法”。就该
三类构成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克莱斯勒的具体解读
是，“原则”和“规范”用以框定国际制度的基本特征，
而“规则”和“决策程序”则构成体现国际制度基本特
征的具体设计。〔1〕186因此处克莱斯勒界定的“规则”
意指实体性规则，而“决策程序”实际上指的是程序
性规则，故下文为简便起见，将二者合称为“规则”。
对于克莱斯勒总结的国际制度以上三类构成要
素，国际关系学界的普遍置疑是，其“对制度的定义
具有模糊性”;〔2〕685“实际上只是列出了一些难以从
概念上区分的要素，且其在现实情况下经常相互重
叠”。〔3〕106虽然如此，在诸多情形下，根据其内容的抽
象程度，仍可区分国际制度中“原则”“规范”和“规
则”三个层面的构成要素。
以国际制度中上述三个层面之构成要素作为不
同的起点，可将国际关系制度化通常因循的路径大别
为三种:
一是以“原则”为起点的“自上而下”的路径，即
先行确立最高层面的“原则”，然后发展出相应的“规
范”和“规则”。例如，二战之后，关贸总协定的建立
过程即是，首先在美英两国的主导下确立了内嵌式自
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原则”;〔4〕59 － 86然后引
入与之相配适的消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非歧视待遇
(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等“规范”，并通过谈判生
成相应的“规则”，最终完成关贸总协定的整体制度
构建。采取这种“自上而下”路径的一大前提是，各
国对于“原则”本身没有异议，并事先予以接受。在
此基础上，再通过后续谈判达成相应的“规范”和“规
则”，最终完成制度化的过程。
二是以“规则”为起点的“自下而上”的路径，即
首先形成最低层面的“规则”，然后确立其所体现的
“原则”和“规范”。例如，从沿海国将领海之外的连
接海域划定为渔业区发端，到对其海洋资源主张权
利，各国的实践逐步形成了相应的国际习惯法规则，
再经谈判妥协的结果，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建立了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使得沿海国对此类
海域享有经济利益上的专属权之“原则”最终得以确
立。〔5〕202 － 206在这种“自下而上”制度化的路径下，因
“规则”的先期形成往往采取国际习惯法的形式，后
经国际法的编纂或后经谈判达成国际条约，国际制度
的构建才宣告完成，故通常需要历经一个长期的过
程。
三是以“规范”为起点的“承上启下”的路径，即
从中间层面的“规范”入手，通过“规范”的初步框定，
引导各国实践，逐步累积共识，以求最终形成相应的
“规则”，并确立其所体现的“原则”。例如，保护国际
投资法律制度的形成，始于各国缔结的双边投资条
约。在早期的双边投资条约中，保护国际投资之“原
则”的确立，首先有赖于绝对待遇标准(“公平与公
正”“持续的保护与安全”等)和相对待遇标准(“最
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两类“规范”的引入;其
次，即使对于像征收这样的国际投资法律保护制度，
早期的双边投资条约也只是比较抽象地规定了基于
公共利益、非歧视、需经正当程序和给予补偿等“规
范”①。而晚近有关国际投资协议对间接征收所作出
的界定，也属弹性的“规范”②。随着国际投资法律
实践的发展，在有关“规范”项下，朝向规定更为具体
的相应“规则”开始形成。例如，对于“公平与公正待
遇”之“规范”，最新的一些国际投资协议以具体的
“规则”———“正面清单”之方式划定了其适用的范
围③。
显然，“原则”在国际制度中处于至上地位，有时
极具敏感性，凭空对其先行定位，各国必然审慎有加;
反之，如制度化进程以“规则”的制定起步，各国将难
以避免地因纠缠于细节问题而陷入僵局。可见，在各
国既无法就处于最高层面之“原则”的确立，又无法
就最低层面之“规则”的制订达成一致的情形下，采
取以“原则”为起点的“自上而下”和以“规则”为起
点的“自下而上”两种路径中的任何一种完成制度化
的进程，势必均将遥遥无期;而在国际制度中，“规
范”只是位居中间层面，较之“原则”，其敏感度相对
较低;且相比“规则”，其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
因此，各国更容易在“创造性模糊(creative ambigui-
ty)”〔6〕481 － 482的基础上达成妥协。鉴此，当对国际制
度有现实需求之时，采取以“规范”为切入点而执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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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就征收的补偿标准，虽然一些早期的双边投资条约采用发达
国家主张的“充分、及时、有效”之“赫尔公式”，并规定了按照被征收
财产的“市场价值”计算等比较具体的“规则”，但因发展中国家的强
烈反对，多数早期的双边投资条约采用的是比较模糊的“公平”“公
正”“合理”等具有“规范”性质的征收补偿标准。
典型的如美国《2012 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附件 B(征收)第
4 条的规定:“对于在特定事实情形下缔约一方采取的一项或一系列
行为是否构成间接征收的认定，应考虑以下以及其它因素，根据案情
采取逐案分析的方法:(i)该政府行为的经济影响，虽然仅凭缔约一方
采取的一项或一系列行为对投资经济价值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不足
以断定征收已经发生;(ii)该政府行为对支持投资的清晰的、合理的
期待的干预程度;以及(iii)该政府行为的性质。”
例如，2016 年欧盟与加拿大签署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第 8
条第 10 款规定，公平与公正待遇只适用于以下五种情形:(1)在刑事、
民事和行政诉讼中的“拒绝受理或执法不公”;(2)在司法和行政程序
中根本性违反正当程序原则，包括透明度原则;(3)明显的专断;(4)
基于明显不正当的理由，诸如国籍、性别、种族或宗教信仰，进行有针
对性的歧视;(5)虐待投资者，包括强迫、威胁和骚扰。
用的路径，更具有取得制度化早期收获的可能性。
另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在上述三类国际制度的构
成要素中，“原则”可作为国际关系制度化的准则，但
其超高的抽象度极易导致适用结果的不可预见性以
及被滥用的结果，故不能直接适用于国际实践;相反，
在国际实践中，具体的“规则”当然具有可适用性;而
介乎二者之间的“规范”只是具有一定的抽象度，即
不失有限程度的具体性，故“国际关系中的规范可为
行为提供蓝图，并成为保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关键所
在”。〔7〕363如其被滥用的可能性处在可控的范围内，在
实践中仍可直接加以适用。
对于在联合国框架内“保护的责任”制度构建的
成败，可从以上有关制度化的路径选择之基本原理加
以考察。
三、“保护的责任”制度化之路径:演进的状况
冷战结束之后的上世纪 90 年代，被称为“人道
主义干涉的十年”。西方国家自视人道主义干涉为
“原则”，以制止“人道主义灾难”为名，大行以政治目
的干涉他国内政之实，制造了一系列“道德征伐”事
件，诸如对伊拉克、前南斯拉夫、科索沃等危机推行新
干涉主义。然则，西方国家主导下的这些人道主义干
涉实践，严重违反了主权原则及其派生出来的不干涉
内政原则等，遭到了诸多国家的坚决反对，其正当性
在国际社会广受质疑。有鉴于此，西方国家开始改变
将人道主义干涉制度化的策略，谋求从“干涉的权
力”到“保护的责任”的“话语转化”。当然，从本质上
看，这样的“话语转化”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掩盖不
了其人道主义干涉之真容。
2001 年 12 月，由加拿大政府发起成立的“干预
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干预委员会”)
向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交了一份题为《保护的
责任》的报告，首次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保护的
责任”之概念。该报告借鉴区分合法和非法战争的
传统国际法准则，建议联合国安理会在履行“保护的
责任”，批准或同意使用武力时采纳以下具有“规范”
属性的六项标准———威胁的严重性、正当的目的、万
不得已的办法、相称的手段以及权衡后果。
2004 年 12 月，联大成立的“威胁、挑战和改革问
题高级别名人小组”(以下简称“联合国名人小组”)
发表了题为《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
的报告，再次论及“保护的责任”。其中，对于人道主
义武力干预，沿用了《保护的责任》报告提出的上述
六项标准之“规范”。
在 2005 年 3 月召开的第 59 届联大上，安南作了
《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的报
告，首次以联合国秘书长的身份正式将“保护的责
任”概念传达给各国，进一步加强了该概念在国际上
的影响力。
在 2005 年 10 月举行的第 60 届联大会议上，来
自 150 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签署并通过
了《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以下简称《成果文
件》)。“保护的责任”被写进了该《成果文件》的第
138、139 条。这两个条款分别规定:每一个国家均有
责任保护其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
危害人类罪之害。对此，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也有责
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6 章和第 8 章，使用适当的
外交、人道主义和其他和平手段。在这方面，如果和
平手段不足以解决问题，而且有关国家当局显然无法
保护其人民免遭上述四种罪行之害，随时准备根据
《联合国宪章》，包括第 7 章，通过安全理事会逐案处
理，并酌情与相关区域组织合作，及时、果断地采取集
体行动。这是联合国第一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确认
了“保护的责任”之概念，标志着该概念获得了国际
社会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可以看成是其发展的一个转
折点。
2006 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保护武装冲突中
平民的第 1674 号决议和授权非盟力量进入苏丹达尔
富尔地区的第 1706 号决议，均确认了《成果文件》中
关于“保护的责任”的条款。
2009 年 1 月 29 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
63 届联大上作了题为《履行保护的责任》的报告。该
报告肯定了《成果文件》的内容，总结并阐述了“保护
的责任”的三大支柱，即国家的保护责任、国际援助
和能力建设和及时果断的反应。其中的支柱三———
“及时果断的反应”就包括了人道主义武力干预之选
项。
2009 年 9 月第 63 届联大做出的第 63 /308 号决
议(“保护的责任”)表明，全体会议围绕该报告，“就
‘保护的责任’问题举行了及时和富有成果的辩论”，
并“决定继续审议‘保护的责任’问题”。
在联合国框架内，对于“保护的责任”的定性，有
其为一种观念、一种规范、一项原则、一个政策框架，
以及一种信条等多种说法。〔8〕26在上述各种定性中，
哪一种为确当的说法，需要作出具体的论证。
首先，迄今为止，在“保护的责任”项下，包括其
中的人道主义武力干预之选项，并未形成任何实施的
标准。因此，其根本不具有“规范”的属性。
被冠以“保护的责任之父”的加拿大前外交部
长、“干预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加雷思·埃文斯曾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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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保护的责任’概念迅速
由国际委员会提出的一个思想演化成一个被广泛接
受的国际规范，并将进一步发展成为国际习惯
法。”〔9〕3但这只是学者们的一家之言。在 2005 年 3
月所作的《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
权》报告中，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指出:“‘干预
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和最近由来自世界各地 16
名成员组成的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
组，都赞同‘正在出现的规范即集体负有提供保护的
责任’”(见该报告第 203 段)。值得注意的是，安南
此处对“保护的责任”之定性，所使用的只是“正在出
现的规范”，而非“已经出现的规范”①。
通观《履行保护的责任》报告，其虽然对“保护的
责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但均属意向性的说明，尤
其是就“及时果断的反应”之支柱三，并未提出与之
相对应的任何“规范”，即可供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据
以采取集体行动的有关标准。该报告在摘要中指出:
“阻止各国或国家集团为不当目的滥用‘保护的责
任’的最佳途径是全面地订立联合国的保护的责任
战略、标准、程序、工具和做法。”这一表述的言下之
意乃是，至此，“保护的责任”项下之“规范”尚待“订
立”，实际上并未形成。
就“及时果断的反应”之支柱三而言，尽管“干预
委员会”提交的《保护的责任》和联合国名人小组发
表的《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两个报
告曾经提出人道主义武力干预的六项标准，但此等
“规范”均未被写入《成果文件》和《履行保护的责
任》报告。就此，加雷思·埃文斯曾坦言:“《成果文
献》仅有的令人失望的缺失乃是，就使用武力的问题
没有采纳任何标准，把对此等指针制定的争议留到了
他日。”〔10〕43
其次，在各国就“规范”尚且未有共识的情形下，
要将“保护的责任”，尤其是其下的人道主义武力干
预之选项，抬升至“原则”的最高位，更属构筑“空中
楼阁”之举。
可见，迄今为止，“保护的责任”制度化的成果仍
然只是“一种观念、或一个政策框架，或一种信条”，
更为准确地说，恰如在第 63 届联大辩论过程中中国
代表发言所指出的那样，只能将“保护的责任”定性
为一个没有法律拘束力的“概念”。
虽然国际社会已就“保护的责任”在笼统的概念
上达成了比较广泛的共识，但其中关于人道主义武力
干预之“规范”尚属子虚乌有，断定与其相对应的“原
则”事实上已得到各国认同，更是无从谈起。在这样
的情形下，时任联大秘书长潘基文在《履行保护的责
任》报告的结尾部分迫不及待地宣称:“将‘保护的责
任’之构想付诸实践的时机已经成熟。”其后，西方国
家便急不可耐，开始将“保护的责任”从话语转化为
行动，以其中的支柱三———“及时果断的反应”之抽
象的概念为据，推行人道主义干预的实践。
2011 年 3 月 17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1973 号
决议，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并
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因对西方国家就此所
设“陷阱”始料未及，中国、俄罗斯等国只是对该决议
投了弃权票。但在此次安理会会议结束之后，中方代
表在解释性发言中立刻做出反应，表明“在安理会
1973 号决议磋商过程中，我们和其他一些安理会成
员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但遗憾的是，不少问题没有
得到澄清和回答。”〔11〕中方对“不少问题没有得到澄
清和回答”所产生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随后北
约的空袭行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西方国家将第
1973 号决议授权可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解读为
对其开出的是一张可恣意妄为的“空白支票”;〔12〕45
具言之，西方国家将在利比亚设置的“禁飞区”曲解
为一方被禁飞，而另一方可任意轰炸;将缓解利比亚
的人道主义灾难蜕变为推翻卡扎菲、实现政权更迭;
以及将保护利比亚平民替换为可放任甚至助长反政
府武装的暴力行为。
应当予以澄清的是，第 1973 号决议的案文对“保
护的责任”只字未提，在该决议的讨论过程中，中国
也从未提及“保护的责任”。西方社会却普遍将之与
“保护的责任”挂钩，把对利比亚危机的干涉视为“保
护的责任”首次实践。加雷思·埃文斯誉之为“一个
与所期待的精确一致的关于‘保护的责任’规范起作
用的教科书式的案例”;潘基文也宣称，此次干涉“清
晰、明确地肯定了国际社会的决定，对那些被他们政
府恶施暴力的平民践行保护的责任”②。
2011 年下半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时任联合国
秘书长潘基文于再次宣称，叙利亚问题将是对“保护
的责任”之“此时此地一次急迫的检验”，〔13〕且断言
2012 年将成为“干涉的一年”。〔14〕然而，西方国家试
图“如法炮制”，将“利比亚模式”复制到对叙利亚危
机的肆意干涉，遭到了俄罗斯与中国的坚决抵制，在
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联合国大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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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内有关“保护的责任”的中文著述，多将此处“emerging
norm”译为“新规范”，显然欠妥。
以上两处引文均转引自 Andrew Garwood － Gowers． The Ｒe-
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nd The Arab Spring:Libya As The Exception，Syr-
ia As the Norm?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Law Journal，2013，
36(2):29 － 63．
关涉叙以案的表决中，中俄多次投下反对票。此后，
西方社会哀叹“保护的责任”已经“死亡”，并指责是
中国、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在“阻止或动摇它”。〔15〕44
四、“保护的责任”制度化之路径:绝境的形成
以往，就人道主义干涉领域国际制度的构建，西
方国家实际上采取的是以“原则”为起点的“自上而
下”的路径;申言之，西方国家主张人道主义干涉已
经构成一项“原则”。据此展开了一系列的人道主义
干涉的实践，并意图在实践中逐步由其主导确立相应
的“规范”，乃至“规则”。然而，如前所述，采取“自上
而下”制度化路径的一大前提是，各国必须对“原则”
已经形成共识。实际上，西方国家所使用的所谓新干
涉主义之“原则”，在国际社会广受指责，并遭到诸多
国家的坚决抵制。因此，西方国家企图为人道主义干
涉开辟“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路径，从起点上即可判
明，其自始要走的就是一条死路。
于是，西方国家开始便改弦易张，谋求从“干涉
的权力”到“保护的责任”之“话语转换”。在联合国
的框架内，西方国家以“保护的责任”为幌子，对利比
亚、叙利亚危机滥用或试图滥用人道主义干涉。从实
质上看，此乃“新瓶装旧酒”，其与以往新人道主义干
涉一脉相承之本质，可谓昭然若揭;而以制度化的路
径观之，当“保护的责任”充其量还不过是一个“概
念”之时，西方国家或将其伪装成一项“原则”;或为
掩人耳目，将其虚设为一项“规范”，并假借于此，不
忘续写新人道主义干涉劣迹斑斑的历史，实乃“穿新
鞋走老路”，重蹈的是试图以“原则”为起点，“自上而
下”主导新干涉主义制度构建之覆辙，其通往的只能
是用以葬送“保护的责任”的火化炉。由此可断，扼
杀“保护的责任”制度化进程的恰恰是西方国家自
己，而不是他人，以至有的西方人士也清醒地意识到，
对利比亚危机的干涉已给“‘保护的责任’造成了重
大的、或许是无法挽回的损害”。〔16〕
既然以极为抽象的“原则”为起点，“自上而下”
推行“保护的责任”制度化的方式，已无路可走，那
么，依逻辑推演之，如果要继续将“保护的责任”付诸
实践，就必须谋求对这一高度模糊“概念”的清晰化。
言之轻者，其目的是为了保证人道主义干预之实践的
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言之重者，其目的是为了
防止在实践中选择性使用或滥用人道主义干预之手
段。如前文所示，在 2009 年所作的《履行保护的责
任》报告中，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已经意识到:
“阻止各国或国家集团为不当目的滥用‘保护的责
任’的最佳途径是全面地订立联合国的保护的责任
战略、标准、程序、工具和做法。”其后，鉴于利比亚和
叙利亚危机给“保护的责任”的适用所造成的严重分
歧，2012 年 9 月，联大举行了“秘书长关于‘保护的责
任’的报告:及时果断的反应”的非正式互动对话会。
该对话会的总结报告指出，也许已经到了讨论“及时
果断的反应”应在何时做出之问题的时候了，其言下
之意应为，在“保护的责任”的框架内，对于在该支柱
三项下人道主义武力干预讨论的焦点，应转向应如何
澄清其模糊之处的问题。〔17〕193
至于应在何种程度上澄清“及时果断的反应”之
支柱三项下有关人道主义武力干预要件的模糊之处，
则涉及“保护的责任”制度化的其他两条路径问题。
其一，以具体的“规则”之形式，比较彻底地将
“保护的责任”项下有关人道主义武力干预的要件清
晰化。在各国对人道主义武力干预存在巨大争议的
现状下，采取这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化路径，意味着
要从根本上消弭各国在人道主义武力干预之要件上
的至深歧见。勿用多加论证的是，就此，如果不能说
要调和各国立场之分殊绝无可能的话，那么，应该可
以断言，在现行的国际政治格局下，这是一个遥不可
及的目标。事实上，迄今为止，也未见任何一个国家
提出要将“及时果断的反应”支柱三项下人道主义武
力干预之要件完全“规则化”的动议。
其二，以相对具体的“规范”之形式，在一定程度
上将“保护的责任”项下有关人道主义武力干预要件
清晰化。如上所揭之原理，“规范化”易于“原则化”
和“规则化”，且“规范”在实践中具有可直接适用性，
故对于“保护的责任”框架下人道主义武力干预的制
度化，以“规范”为起点的“承上启下”之路径，实际上
已经成为各国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此，需要详加分
析。
对于“保护的责任”框架内有关人道主义武力干
预之要件，一些非西方国家实际上提出了将其“规范
化”的主张。诸如，在非洲国家中，南非强调，需就
“及时果断的反应”项下人道主义武力干预发展出相
应的指针;〔18〕412尼日利亚也提出，应解决在一国不能
或不愿尽到保护本国人之责任的情形下何时确切地
触发履行国际责任之行动的问题。〔19〕404在亚洲国家
中，印尼关注到，适用“保护的责任”支柱三缺乏清晰
度，导致对于西方国家实施人道主义武力干预应采用
的最适当方式产生争议。因此，有必要明晰采取“及
时果断的反应”措施的情形，并审慎为之;文莱也表
达了对“保护的责任”缺乏明确的含义，以及如何将
之从话语转为行动的担忧。〔20〕13，19 － 20在拉美国家中，
萨尔瓦多始终主张，对于“保护的责任”，因在概念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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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政策参数和行动主体上未予以明晰，故不能做出
任何迫使国家就落实该概念采取行动的决定，而为了
足以使人道主义干预正当化，必须建立明确的基
础。〔21〕367哥斯达黎加也支持就履行“保护的责任”制
订相应的指针。〔22〕82
在“保护的责任”框架下，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危
机和叙利亚危机滥用或试图滥用人道主义武力干预，
更是引发了越来越多非西方国家的警觉，要求将其
“规范化”的呼声有增无减。例如，在 2009 年第 63
届联大的辩论中，对于“及时果断的反应”项下人道
主义武力干预，阿根廷原来的立场具有相当程度的摇
摆性，既不愿意界定可用以指导安理会决策程序的标
准，又感到这样的标准可以影响安理会做出决策程序
的辩论过程，但在利比亚危机和叙利亚危机之后，阿
根廷转向支持对“保护的责任”支柱三设置标准，认
为以清楚的、可预见的准则为基础，是强化保护战略
的动力;而国际社会意图提供的特有保护最终反而给
寻求保护的无辜平民带来进一步的损害，是不可接受
的。考虑到安理会是在逐案的基础上做出有关“及
时果断的反应”的决定，阿根廷强调，需要就保护之
目的确立清晰的标准，以防止该概念被操纵和不当解
释的结果，用作实现政权更迭的工具。〔21〕371 － 372，375 － 376
在这些要求将“保护的责任”框架下人道主义武
力干预“规范化”的非西方国家中，居少数者的主要
考虑是，通过确立这一领域的有关标准，可使得安理
会更加有效地做出决定，如哥斯达黎加，即属此类国
家①。但是，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持这样的主张，其
目的是为了阻遏西方国家在实践中对人道主义武力
干预的滥用行为。最典型的一例是巴西，巴西曾一度
提出并推动“保护过程中的责任(Ｒesponsibility while
Protecting)”之概念，并在北约结束利比亚空袭行动
以及卡扎菲被杀数天后，巴西驻联合国使团于 2011
年 11 月致信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该信件附件
以“保护过程中的责任:制定和推广一个概念的各项
要素”为题，阐述了巴西对这一概念的基本设想②，其
中包含了以“规范”限制人道主义武力干预的一系列
标准。〔12〕47 － 60
“保护过程中的责任”概念提出后，国际社会反
响热烈，获得了广大非西方国家的赞同。值得一提的
是，2012 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在该
所主办的《国际问题研究》学术期刊上正式发文，针
对“保护的责任”之概念，系统阐述了“负责任的保护
(Ｒesponsible Protection)”之理念，其主张的相应“规
范”，与巴西提出的“保护过程中的责任”存在诸多相
合之处。〔23〕21该文发表后，引发了国内外的关注和讨
论。〔24〕91 － 92可以说，“这个由外交系统智库所提出的
创造性概念，既是对中方已有话语实践的总结，也代
表了未来话语调整与发展的可能方向”。〔25〕135
此外，也有一些非西方国家反对讨论确立人道主
义武力干预的标准问题，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自
始就反对“保护的责任”概念，如选择参与对其“规范
化”的讨论，等于间接接受了人道主义武力干预这一
核心选项，而且一旦西方国家主导此等标准建立的进
程，将为其滥用人道主义武力干预打开方便之门。例
如，从 2012 年初起，巴西放弃了对“保护过程中的责
任”之议题的继续推动。实际上，巴西国内对进一步
讨论该议题所带来的风险疑虑颇深，此举可能意味着
巴西将不得不更为明确地接受使用武力手段解决人
道主义问题的正当性，而这一步依然是巴西政府所不
愿意迈出的。此外，巴西政府还担心讨论失控，给自
身利益带来更大的隐忧。〔26〕21
在西方国家内部，对待“保护的责任”项下人道
主义武力干预“标准化”问题的态度，也出现了复杂
的情形。
对此，美国、英国和法国总体上持反对的立场，但
这三国反对的程度有所不同。美国只接受一个模糊
的、宽泛的“保护的责任”概念，历来反对就人道主义
武力干预确立清晰的指导方针，乃至一般的行为准
则，并始终反对赋予“保护的责任”以法律效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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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12年 4 月，哥斯达黎加、约旦、列支敦士登、新加坡、瑞士五
国向联大提交了关于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的决议草案，呼吁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在对“保护的责任”事项行使否决权时保持克制。哥斯达黎
加支持就“保护的责任”制订相应的指针，与其参与提出该决议草案
的初衷一致。
该信件第 11 条的具体内容是:“国际社会在行使保护责任
时，必须在保护过程中展现高度责任感。应当以一套商定的基本原
则、必备要素和程序为基础。例如，以下述原则、要素和程序为基础，
同时发展这两个理念:(a)正如在医学中一样，防患未然永远是最佳政
策;强调预防性外交才能减少武装冲突及与之相关的人员损失的风
险;(b)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以及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
《成果文件》所体现的原则和宗旨，国际社会必须积极努力，利用一切
可用的和平手段保护受到暴力威胁的平民;(c)使用武力，包括在行使
保护责任时使用武力，必须始终依据《联合国宪章》第 7 章得到安理会
授权，或在特殊情况下由大会根据其第 377(V)号决议授权;(d)使用
武力的授权必须在法律、行动和时间要素方面设下限制，而且军事行
动的范围必须遵守联合国安理会或大会所赋予任务的文字和精神，并
严格遵守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武装冲突国际法规;(e)使
用武力必须尽可能少产生暴力与不稳定。无论如何，使用武力产生的
伤害都不能大过授权它预防的伤害;(f)在考虑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行
动必须审慎、适度，并且局限在安理会确定的目标上;(g)在整个授权
期间，从决议通过直至一项新决议授权终止这一授权，均必须遵守这
些准则;(h)必需强化安理会的程序，以便监测和评估诠释和执行决
议的方式，从而确保在保护过程中展现责任感;(i)安理会必须确保被
授予诉诸武力权力者为此承担责任。”详见 2011 年 11 月 9 日巴西常
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Z〕． https:/ /documents － dds － ny． un．
org /doc /UNDOC /GEN /N11 /591 /28 / PDF /N1159128． pdf? OpenEle-
ment． 2018 － 03 － 01．
国阻止了在 2005 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
件》中加入有关实施人道主义武力干预的六项标准，
哪怕这些标准只是源自传统国际法中既有的区分合
法与非法战争之要件;同时，美国也明确反对将该
《成果文件》中的“保护的责任”界定为一个法律规
范。就此，美国最大的担忧是，在“保护的责任”项
下，将人道主义武力干预的要件清晰化，且使之具备
法律效力，势必限制美国单边使用武力的行动自
由。〔27〕61，66，68英国和法国自始就将“保护的责任”诠释
为一个与其人道主义干涉理念相配适的“修辞性的
工具(a rhetorical tool)”。就“保护的责任”，两国共
有的解释是，既不能将之用以限制他们在安理会中的
运作自由，也不能用以排除在未获安理会批准的情形
下其具有实施武力干涉之自我认定的权利。据此，虽
然英法两国均表示对“保护的责任”项下有关人道主
义武力干预之标准的讨论持“弹性”的态度，但以这
些可能有的“联合国的标准”不与他们所持的标准相
悖为前提①，否则，两国将拒绝参与讨论那些会限制
其 武 力 干 预 行 动 自 由 的 任 何 种 类 之 标
准。〔28〕431 － 432，438，448
另一些西方国家并不反对讨论“保护的责任”框
架下有关人道主义武力干预的标准问题，但对此持比
较谨慎的立场。诸如，与美国、英国、法国热衷于推行
单边主义人道主义干预不同，德国更多地倾向采取多
边主义和以国际法为据，对使用武力手段达到政治目
的做法，德国社会深存疑虑，德国政府也较为克
制，〔28〕434 － 435包括对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北约干预利比
亚危机的 1973 号决议，德国投下了弃权票;相应地，
与美国、英国、法国对巴西提出的“保护过程中的责
任”概念所表明的否定态度有别，德国主张该概念中
有关人道主义武力干预之标准反映了国际法中既存
的规范，并承认“有需要发展这一概念”，以促进各国
在人道主义武力干预问题上渐成共识，但同时又担忧
其对“保护的责任”限制太多，会制约针对重要情势
采取及时、果断措施的能力。〔22〕75，81;〔17〕203 － 204对于“保
护过程中的责任”概念中包含的各项标准，荷兰同样
顾虑其“过度的计划(over － planning)”可能会迟滞人
道主义干预行动的实施，以致容忍人道主义暴行的升
级。〔17〕203澳大利亚也认为，“保护过程中的责任”之概
念有助于为安理会的讨论提供相应的框架，以此将
“鼓励为安理会在作出决定之时透明地识别理由”。
然而，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又表达了对该概念包含的
标准之适用“必须保持弹性”的观点。〔22〕75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非西方国家与西
方国家之间围绕对人道主义武力干预限制与反限制
的尖锐矛盾无法从根本上消解。只要这一固有症结
存在，并在实际过程中时时发作，反对设置相关标准
以推动“保护的责任”框架下人道主义武力干预“规
范化”的力量不但不会衰减，反而将会趋向增大。
如上所述，作为西方三大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的美国、英国和法国，为了保证其以单边主义实施
人道主义武力干预的自由，自始反对或基本上反对将
“保护的责任”项下人道主义武力干预“标准化”的立
场不会改变。客观而论，这三个国家的抵制，将形成
一股在联合国框架内讨论该问题难以逾越的阻却势
力。另一方面，那些从整体上反对“保护的责任”概
念的非西方国家，也不会接受将人道主义武力干预这
一核心选项“规范化”的任何结果。
另者，虽然呼吁在“保护的责任”框架下对人道
主义武力干预实行“标准化”的非西方国家数量趋向
增加，但应当看到的是，其支持的立场乃是以日后标
准的建立能够限制西方国家滥用武力干预行为为前
提。实际上，非西方国家很难主导有关人道主义武力
干预之“规范”的构建过程，一旦“规范化”的走势无
以遏制西方国家滥用武力的行为，这些非西方国家必
然转向反对这一制度化过程的推进;而那些虽然不反
对讨论人道主义武力干预的“标准化”问题，但又对
其“过度限制”武力干预行动自由持保留态度的西方
国家，诸如德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倘若拟议中的
“规范”不能尽如其意，也势必起而反之。可作为明
证的是，这些西方国家虽然没有像美国及英国、法国
那样反对将相当抽象的区分合法和非法战争的传统
国际法准则纳入“保护的责任”之框架，但一旦引入
对这些规范更为严格的解释标准，如巴西提出的“保
护过程中的责任”概念中相对具体限定人道主义武
力干预的“规范”，这些西方国家的否定之意随即显
露。
此外，支持将人道主义武力干预“标准化”的另
一理由是，其将有助于联合国安理会及时、果断地做
出决定，但这又是建立在有关标准能够成功达成的基
础之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上所示，既然在“保
护的责任”框架下人道主义武力干预的“规范化”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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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1999 年 4 月，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在美国芝加哥发表
了著名的“国际共同体的教义”之演讲，提出了检验人道主义武力干
涉合法性的五项标准，即:(1)我们对实施干涉是否有把握;(2)我们
是否用尽了所有的外交选择;(3)我们采取的军事行动是否敏感、审
慎;(4)我们是否做好了长期的打算;以及(5)我们是否有相关的国家
利益存在。参见 John Sloboda，Chris Abbott． The“Blair doctrine”and
after:Five Year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22 April 2004，at https:/ /
www． opendemocracy． net /globalization － institutions． ． ． / article _ 1857．
jsp，pp． 2 － 3． 2018 － 03 － 01．
无望之举，这一制度化的功效也就无从谈起。
总而言之，对于“保护的责任”项下人道主义武
力干预之核心选择，“原则化”“规则化”和“规范化”
均属不能;与之相对应的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
“自下而上”，还是“承上启下”的制度化路径，所要走
的最终都是绝路。
五、结论
毋庸讳言，晚近，类似索马里、卢旺达、波黑、科索
沃、达尔富尔等地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事件的出现，
国际社会已难以对实施适当的人道主义干预之必要
性一概加以否定。以致在 2000 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
议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经如此发问:“如果
人道主义干预真的是对主权的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
侵犯，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应对下一个卢旺达、下一个
斯雷布雷尼察事件呢?应当如何处理那些有系统地
破坏我们共同人性基本规则的侵犯人权事件呢?”正
是为了回应这样的“安南之问”，促成了“保护的责
任”概念的萌发。
然则，在联合国框架内，作为“保护的责任”核心
选项的人道主义干预之制度化，无论是采取以“原
则”为起点的“自上而下”的路径，还是以“规则”为起
点的“自下而上”的路径，还是以“规范”为起点的“承
上启下”的路径，无一不面临绝境;亦即，“保护的责
任”制度化进程事实上已经殇折，其所剩的只是一具
躯壳①;而要维持这具躯壳存在的意义，必须回到
2005 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规定之原
点———在“保护的责任”项下，对于确有必要实施的
人道主义干预之授权，应根据《联合国宪章》，包括第
7 章，通过安全理事会逐案处理，并酌情与相关区域
组织合作，及时、果断地采取集体行动。实际上，这也
是中国的立场和主张。2012 年 1 月 13 日，时任外交
部条法司司长黄惠康作客“中新网”，就“保护的责
任”概念为网友们做出了中国的解读。他首先指出，
“保护的责任”是最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一个联合国
的新政策主张，其前提首先是对过去西方滥用人道主
义干涉的否定;接着，黄惠康司长强调，如果符合
2005 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确立的四个
核心要素②，行使“保护的责任”，就不违反国际法。
“但是如果打着履行保护责任的旗号，实行的是翻版
的‘人道主义干预’，或超越了安理会的授权，那也是
违法。”应该说，就“保护的责任”强调联合国安理会
的主导作用，以及与《联合国宪章》精神相符，当不至
于对不干涉内政原则造成太大冲击。〔29〕71
① 国内有学者主张应将联合国履行“保护的责任”从政治责任
转化为法律责任，并认为其最终成为现实只是时间问题。详见蔡从
燕:《联合国履行 Ｒ2P的责任性质:从政治责任迈向法律义务》，载《法
学家》2011 年第 4 期，第 140 － 150 页;在“保护的责任”制度化已经走
进死胡同的情形下，要将其进一步法律化，显将无从谈起。
② 黄惠康司长总结的这四个核心要素分别是:第一，对本国公民
的保护责任，其主体首先是本国政府;第二，所谓“保护的责任”，它的
适用范围，仅限于四种最严重的国际罪行，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
洗和危害人类罪，也就是说只有发生这四种严重侵犯、或者严重违反
国际法的罪行的时候，本国政府又不愿或者没有能力行使保护权，方
可适用;第三，国际社会可以进行适当干预，来行使保护的责任;第四，
如果要涉及使用强力或者武力，还要有安理会授权。参见外交部官
员:《要坚决防止“保护的责任”被滥用》，http:/ /www． chinanews． com /
gn /2012 /01 － 13 /3603886． shtml． 2018 － 03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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